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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经济危机中的世界地位
ＲｏｓｓＧａｒｎａｕｔ

在过去的一年中，世界发生了转型，而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

化。这种要求变革的压力既源自有史以来最为严酷的全球金融危机，也源自

出口贸易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出现了世界经济史上空前的大幅衰退。

世界正处于变革之中，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变化，则比其本身及

其经济前景的变化更加引人注目。在历经了充满挑战的一年之后，中国确保

了不断强劲发展的势头。虽然人们曾对这种发展势头是否能够持续存有疑

问，但如今已有充分理由使我们相信事实将对该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超乎

中国及其国际伙伴对全球治理问题的既有思考与实践，这场世界范围内的金

融危机已经加速了中国作为重要力量参与国际事务的进程。

一　本年度 （２００９）论坛主题

正如２００８年度中国经济前沿论坛的论文集所显示的那样，中国在全球

范围内的繁荣于 ２００８年达到了顶点 （Ｓｏｎｇ和 Ｗｏｏ，２００８）。那时候，世界

资源和粮食的价格处于创纪录的高水平上，而发展中国家则于 ２００７年实现

了有史以来最为强劲的增长；尽管世界经济在２００８年９月以后出现了崩溃，

但中国仍实现了超过１３个百分点的增长，印度实现了超过 ９个百分点的增

长，非洲实现了超过６个百分点的增长，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则超过

了８个百分点。

进入２００９年，中国和其他大型成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虽然出现了

某种程度上的减缓，但势头仍然强劲；那些后工业化国家和较为贫穷的发展

中国家，则面临着问题重重经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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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可被追溯到从 ２００６年就开始显现出来的美

国金融系统漏洞，而危机本身则真正开始于 ２００８年 ９月间许多华尔街投资

银行的突然崩溃；那些曾能得心应手地使用中国巨额贸易盈余去填补美国和

澳大利亚巨额经常性支付赤字的国际财政中介机构，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而

纷纷迅速解体 （Ｇａｒｎａｕｔ，待刊稿）。

金融危机激发了全球衰退。国际经济疲软所带来的衰退压力，促使中国

强化了先前实施的紧缩性货币政策，而该政策原本是为了结束一年多来使中

央政府感到担忧的高通货膨胀率水平而设计的。这种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使得

上海和深圳股票交易所的泡沫破裂，并导致在主要城市中快速膨胀的不动产

市场陷入停滞。与此同时，后工业化国家突然削减了从中国进口货物的订

单，导致生产出口货品的工厂关停，促使出口导向型企业放弃扩张计划，

并迫使数以千万计的在城市工厂里打工的人们返回中国农村的乡镇、村庄

和田野。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中国在 ２１世纪初的发展战略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的

一些长期性问题，突然变得具有紧迫性了。那么，中国能否抓住国内市场中

的机会转变出口导向型战略，实现同样强劲的增长呢？当国际经济发展限制

中国不断增长的巨额贸易顺差时，中国能否在短时间内动员足够多的资金加

以应对？

关于中国在 ２１世纪初的发展战略能否持续的其他长期性问题，同样需

要回答。在燃料、粮食和纺织原料的成本与价格随全球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

持续增长的情况下，世界能否生产并提供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自然资源？

中国与世界能否找到新的发展途径，使经济产出不再依赖于排放温室气体，

以降低日益激增的气候变化风险呢？

在上次中国经济前沿论坛年会与这次年会之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

３０周年的纪念日。１９７８年１２月，邓小平果断实施了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

两项新政策。此后，改革每过 １０年都会面临一场危机；改革开放 ３０年来，

一共面临过３次重大危机。１９８８年末，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以及领导层

内部对如何应对这种情况而产生的分歧，使得改革遭遇到了迄今为止唯一的

一次实质性挑战。１９９８年末，中国已经开始着手应对东亚金融危机，但其

高风险政策的后果仍然不甚明晰。中国政府当时维持了人民币对美元的固定

汇率，并且采用扩大政府支出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来应对出口萎缩和外汇储备

锐减的状况。如今，中国启动了另一轮大规模财政和货币支出政策，以应对

超越地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Ｇａｒｎａｕｔ，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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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中国就启动了规模远大于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

末的财政支出计划，这是全球各国应对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的最大一笔财政

支出。而中国相应的货币支出则更为庞大，对国有银行严格的限制性政策

在 ２００８年的最后几个月里开始逆转，取而代之的是旨在鼓励扩张的新指

导政策。

现在实施扩张性战略的风险，远远低于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因为中国

目前格外庞大的外汇储备说明这个国家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受到的冲击如今

已完全恢复；同时，经过东亚金融危机的检验，凯恩斯主义政策被证明是成

功的，而这增加了中国政府采用扩张性政策应对全球经济衰退的信心。

至２００９年１月，及时的巨额财政支出和货币支出已收到了显而易见的

重大效果。目前看来，中国在２００８年第四季度到２００９年第四季度之间的增

长，似乎仍有可能与金融危机发生前几年的平均年度增长速度相当。当然，

中国的出口仍很脆弱，而其增长动力主要源于扩大内需。中国的净出口额将

在２００９年保持稳定，而境外账户则会成为影响中国增长的负面因素。中国

将为稳定全球经济发挥积极作用。而中国强劲反弹的进口需求，则提升了在

２００８年下半年一度低迷的能源与矿物价格，使之回复到 ２０世纪后半叶平均

真实价格水平与经济繁荣时最高价格之间的中位水平。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围绕中国在 ２１世纪初的强劲增长是否具有持

续性这个核心议题，产生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这种依靠出口和贸易顺差而实现的增长到底能在多大限度上得以

维持。一方面，强劲增长的出口额与不断上升的外贸顺差将为中国的贸易伙

伴带来巨大的结构性压力；而在国际贸易体系比较脆弱的时候，这种压力就

会引致对方出台带有贸易保护主义性质的政策。另一方面，入超国家的贸易

盈余其实是出超国家的贸易亏损，而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就是资本将流向以

美国为代表的少数出超国家。因此，中国的贸易顺差实际上有利于美国和其

他对华贸易入超国家，使这些国家不必在增加税收、提高利率和削减包括国

防经费在内的公共开支之间进行艰难抉择。一些研究者认为，出口导向型的

发展模式还会延滞那些必需的调整，这些调整迟早都要进行，而一旦被耽

误，就会造成更加悲惨和昂贵的后果。

第二，这种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增长将对本地、本国、本地区乃至全球的

环境带来多大程度的压力。中国的发展越来越被认为对日益凸显的气候变化

危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增长的外部代价需要整个国际社会来承担，

而解决任何全球性问题也都离不开包括中国在内的重要经济体的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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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ｒｎａｕｔ，２００８）。

第三，在２１世纪初，中国既有的增长模式伴随着巨大且日益扩展的收

入分配差距。在改革初期，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因国家致力于解决农业和其他

农村发展问题而有所降低。但进入 ２１世纪以后，改革则偏向于提高那些相

对幸运的城市居民———特别是富裕的沿海城市中的居民———的收入，而这种

偏向性的一个首要表现，就是这部分居民更容易从国有企业的资本密集型项

目中获得高额薪水和充裕资金。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感到自己无法公平地

分享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丰裕成果，这成为那些反对政府决策等抗议活动

带来的社会冲突的根源。

第四，中国在全球市场上为购买粮食、矿产和能源而急剧增长的支出是

否具有效率。在如今这个全球经济衰退的时期，中国的需求对空前高涨的粮

食、矿产和能源价格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不断扩张的经济体，中

国如果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是否会不断抬升这些物品的价格，最终使它们

与基于全球尺度计算的收入标准和生活条件不相适应呢？中国只有平稳地对

货物、资本、交通以及企业进行市场运作，才能较为满意地解决粮食和资源

的供给问题。

那么，这些隐患能否在不伤及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情况下，随着形势发

展而得以自我纠正呢？

上述四个方面关于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彼此间存在着密切的

关联。中国贸易盈余的另一种面相，就是其令人惊诧不已而且还在迅速攀升

的储蓄率水平；中国的储蓄率水平甚至远远超过其非同寻常的高投资率水

平。而造成储蓄率水平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则在于收入不平等，因为较之

穷人，富人可以将其收入中更高比例的财富存储起来。国有企业的高利润和

高收入是造成日益增加的收入不均的两大要素；而这些企业将很大比例的收

入投资于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则强化并且恶化了收入不均的状况，

并导致了对自然环境的压力和对矿产与能源的需求失调。

早在全球危机发生之前，如何通过战略转型减轻上述四个方面的压

力，就已是广受关注的议题。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相

继发表声明，强调扩大财政支出，促进农村地区发展，要求向卫生和教育

等公共事业倾斜分配资源。新增的财政支出将重点关注环境保护领域，中

国作为全球变暖问题的受害者和潜在解决者的地位，亦引起了越来越多的

官方注意。而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将伴随着对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控制与

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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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前，推动落实这些包含良好意图的官方声明的

努力，仅仅取得了很小的进展。２００５年 ７月以来的 ３年内，人民币兑美元

的汇率大约上涨了２０％，加之对农村地区公共投资规模的不断增加，中国

的对外贸易平衡得到了改善，不平等程度有所降低，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压

力也减轻了一些。

有观点认为，促使实现中国高速发展的既有模式可以自行解决以上四个

方面的问题，并保证中国经济继续增长。最迟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中国

许多地区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稀缺的状况，实际工资水平因此得以显著提升，

而这种趋势在２１世纪初则变得更加明显。这拉动了消费水平的增长，潜在

地降低了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和进口加工产品的竞争力，并减少了对重工业

的投资份额，从而减轻了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在经济危机发生以前，上述观点都仅仅只是猜测，未曾成为现实。那

时，生产率、产量和收入的增加幅度高于实际工资和消费的增长程度，而投

资回报率水平则持续居高不下，并且不断增长。因此，只有产量增长率、收

入增长率以及市场进程中的实际工资增长率统统达到更高的水平，才能消解

中国的储蓄过剩与收入不均。但在缺乏经济调整手段的情况下，即便是伴随

着结构转型和实际工资水平迅速提高，也将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压力。

如今，全球金融危机使得重大而迫在眉睫的结构调整成为确保经济持续

快速增长的前提。许多国家正在迅速消减与投资相关联的储蓄赤字，因为这

么做既是对家庭与企业的谨慎回应，也是为了应对那些曾将财富从出超国家

平稳转移到入超国家的银行倒闭所带来的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再也无法依靠其快速增长的净出口额、贸易盈余和

外汇储备来保证持续增长。倘若依然希望实现快速增长，就必须迅速拓展国

内市场。中国私人消费的增长率有限，因此在拓展国内市场时 （尤其在早

期阶段）就必须采取公共投资或公共消费等公共支出和私人投资的形式。

投资在中国产出与支出中所占的份额，似乎还要从目前的水平上增长一段时

间，但如果支付得当，把握住目前依然存在于中国市场内的大量高产出与高

利润的投资机会，也许中国就能获得比危机前更高的产出增长率。而更高的

增长水平则将迫使实际工资提升，并促使关键结构调整。

中国已经参与到承担全球金融危机后果的队伍当中。虽然世界仍在发

展，但中国的贸易额与国际收支盈余却遭受了重创。不过，随着时间流逝，

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似乎也将得到改观，虽然这种改观可能无法在短期内

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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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增长不平等的早期调整，以及减少高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资源和环境

压力，都要求配套政策得以有效实施；而削减收入不平等，则要求使用大部

分新增公共支出集中改善低收入群体和农村社区在教育、医疗、交通和通信

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若想在国际社会中承担起与其经济持续迅速增

长相一致的、旨在减少人为造成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就必须出

台税收和管制等较为慎重的减排措施，并且加速发展应用低排放科技的新型

商业模式。而若想解开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死结，则需要限制那

些消耗不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模式。

中国刺激经济增长的早期一揽子方案中就含有旨在通过增加公共投入来

改善收入分配与环境问题的因素，而这些内容在后续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得到

了扩展。

中国以及其他大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 ２１世纪初的持续快速增长，正

在不断改变着国际经济与战略的平衡。全球经济结构以及终极战略影响的变

迁，正将国际社会推向一个 “四极世界”。主要国际目标的实现，需要美

国、欧盟、中国和印度这四个大国进行合作；而针对绝大多数事务的有效国

际行动，则需要在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下由四大主要力量联合开展。

这个世界如今已被改变得太多，以至于需要一些时间来发展那些能够使

国际合作变得有效的观念和制度。不过，全球金融危机并未改变国际政治经

济结构的变动方向，通过大幅降低主要后工业化国家的增长速度，同时较少

地影响主要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反而加速了这种变动，这将使得用于发展

并完善国际新秩序所需道统和制度的时间大为缩短，而更短的发展时间则意

味着更有可能出现毁灭性的错误。

二　本书主要论题

本书中各篇文章所涵盖的论题包括：全球金融危机如何影响中国增长的

前景？金融危机本身以及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努力将对中国发展进程中那些

重要的内部问题产生何种影响？金融危机本身以及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的

努力将如何影响正在迅速显现出来的、促使中国和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发挥

更大作用的国际新秩序？

本文以后的三篇文章将讨论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所带来

的观念冲击，并思考推动新的世界秩序运转的必要国际制度。

胡永泰注意到，此次危机宣告了那些基于华盛顿共识的全球性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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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０年以前针对东亚金融危机所得出的政策建议彻底破产，促使国际社会

寻求替代性的区域金融合作机制。胡永泰赞同建立可以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

多元化机构，并认为其中部分机构应当具有东亚渊源。他的实践建议则相对

折中，即支持成立一个有美国参与的亚洲金融机构，以防止该地区患上

“金融危机传染病”。东亚经济体强劲的储备能力，使它们在本地区的有效

合作中处于优势地位。

许多章节讨论了一个常被论及的问题，即中国的发展是否是造成全球金

融危机的一个原因？陈平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先行者。他认为对金融市场不尽

完善的经济和金融研究是导致该问题的核心所在，并指出一些美国研究者误

将中国的低储蓄率、高外贸盈余、低汇率水平或者中美贸易不平衡作为导致

金融危机的原因。在他看来，治愈金融危机的关键，在于对后工业化国家实

施金融改革，而目前应对全球衰退的手段则过于无力，可能难以达到目标。

Ｃｏｒｄｅｎ也对该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并总结得出：就金融危机发生的

原因而言，中国的贸易出超带来了一些细微冲击，但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既

有缺陷却更加难辞其咎。

马国南和周海文、Ｃｏｒｄｅｎ、王小鲁和樊纲都讨论了潜藏在中国贸易出超

背后的令人迷惑却非常重要的事实，即中国的储蓄率水平格外之高。Ｃｏｒｄｅｎ

在文章中简要地报告了相关数据，这些数据显示：中国异常庞大的贸易与现

金账户出超，只不过是 ２００５年之后才出现的现象。他注意到，中国的家庭

储蓄水平较高 （尽管储蓄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往往不高，却占到了 ＧＤＰ的

１５％），但较之占 ＧＤＰ２８％的企业储蓄水平来说，家庭储蓄水平尚算适度。

马国南和周海文指出了自２００２年起开始显著增长的政府支出 （用于减免债

务）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而王小鲁和樊纲则探究了严重且不断扩大的收入

分配不均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

马国南和周海文仔细研究了导致近些年来储蓄比重上升的因素以及未来

可能的发展趋势，认为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导致近些年来高额储蓄的原

因，且其重要程度正在日益增强。他们总结得出，虽然中国的境外账户不大

可能重新转为赤字，但外贸盈余可能无法再继续增长，甚至会出现衰减。肖

耿、杨秀科和 Ｊａｎｕｓ则分析了决定国有企业收益率的因素，并指出该因素正

是造成中国不平等程度和储蓄率水平不断升高的原因之一。因此，他们建议

削减国有企业的特权地位，并提高其运行效率。

许多文章注意到，无论中国近些年来的增长是否依赖于不断增加的对华

有利的净出口贸易，这种现象在金融危机后将不可能继续出现。后工业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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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将不再准备也没有能力为那些造就中国贸易盈余的入超埋单。那么，中国

是否可能采用扩大国内需求的新型增长模式呢？总的来说，这种模式不仅必

要而且可行，如果能实施得当，也将在其他层面上发挥作用。

王小鲁和樊纲提醒我们注意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的对需求不足问题的长期

理论探索，以及罗斯福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实践。他们提供了一个解释如何

仅增加投资而不触动长期经济基础的简单模型，并且根据凯恩斯的观点注意

到政府支出在经常性填补需求空白方面的必要作用，或许还应当提及增加投

资是在短期内克服困难的可行而且必要的办法。

即便中国能够通过增加消费在支出中的比重来提升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平

衡，中国仍会拥有大量海外资产；而中国如何对这些海外资产进行配置，则

与中国自身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异常密切。马国南和周海文指出，中国在

１９９９年时还是一个拥有大量净债务的国家 （那时净外债占到中国 ＧＤＰ的

９％），而如今已经迅速转型成为一个拥有大量净债权的国家 （２００７年债权

占到中国 ＧＤＰ的３３％）。依照 Ｃｏｒｄｅｎ的观察，中国所发生的这些转变，并

非是蓄意而为的专门性政策的后果，而是其他某些目标、方针或者措施所带

来的副产品。

马国南和周海文指出，中国的海外资产和债务具有高度不均衡与不寻常

的结构；其海外资产集中表现为固定汇率的有价证券，特别是此类美国证

券，而其海外债务的主要形式则是外国直接对华投资。与香港相比，中国内

地海外资产—负债结构的回报率相对较低，因为在前者的海外资产中，包括

普通股票在内的具有更高灵活性的有价证券所占比例更高。所以，中国将在

今后一段时期内寻求其海外金融资产的重新平衡，这么做既不奇怪，也势在

必行。

许多人认为，中国的海外资产中将自然而且必然地出现更高比例的普通

股票，但 Ｄｒｙｓｄａｌｅ和 Ｆｉｎｄｌａｙ却指出，行动远比说辞更为困难。他们分析了

澳大利亚面对中国对其能源部门日益增长的直接投资的兴趣所产生的民族主

义反应，并指出基于这种反应所出台的政策实际在概念上陷入了混乱，因为

只有针对外国直接投资制定长期稳定的政策，才能确保澳大利亚真正的国家

利益。陈春来则对此问题提出了非常有趣的建议，他认为，如果中国能通过

赞助一系列国际机构来使自身的海外资产多样化，那么中国在进行海外投资

时，就会遇到更小的阻力，并获得更好的机会。

陈春来还提醒我们注意，虽然绝大多数针对后工业化国家的外国直接投

资都因金融危机而陷于停顿，但进出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却在这个全球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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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依然保持着相当程度的规模和活力。当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进入

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在 ２００８年第四季度里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下降，但在

２００９年第一季度却已收复了大部分失地，而这一波规模不大的对华投资衰

减，主要集中于不动产领域。２００８年，全球范围内以及进出后工业化国家

的外国直接投资都产生了大幅衰减，但中国的对外投资却翻了一番，这对于

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增长，具有特别重要的支持作用。因为有了这种支持，澳

大利亚的部分资源项目得以继续生产，而一些其他部门也得以继续发展；而

假如没有中国的对外投资，金融危机过后，这些成果是无法取得的。

黄益平、彭程和沈明高估计了金融危机及中国采取扩大支出政策之后的

经济前景，认为中国已经回到了实现合理化强劲增长的快车道上。同样是通

过对外国直接投资的讨论，他们指出，在历经最初的衰退之后，中国的进口

将趋于稳定，并将继续成为稳定全球贸易的一个要素。中国的进口需求已经

提升了矿产和能源商品的价格，使其跃出了在金融危机发生后迅速形成的价

格低谷。

Ｍａｒｔｉｎ提醒我们注意全球贸易体系在 ２００９年中取得进展的领域，即随

着欧盟和美国最终接受乌拉圭回合中对中国纺织和服装制品进行自由贸易的

条款，半个世纪以来全球首次彻底废除了对此类产品交易数量的配额限制。

中国在那些先前受限于配额的市场中迅速提升了自己的占有率，但与此同时，

在早期就已开放的其他市场中，中国的占有率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

有三篇文章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进行了深入分析。Ａｔｈｕｋｏｒａｌａ，Ｆｕｋａｏ和

Ｙｕａｎ通过运用劳动力过剩经济体的发展理论，解释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在

今天的中国，利润在产品附加价值中所占的比例不断升高，这不仅和理论一

致，也与香港在其早期发展阶段的经历相似。中国的人口结构支撑着其劳动

力在改革后期以超过人口增长率的速度异常迅猛地膨胀，不过，中国的实际

工资水平也从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期，特别是 ２００２年以后，开始了迅猛的增

长，这种增长的幅度在所有地区和各类所有制企业中都有相当程度的表现，

而在沿海地区和国有企业中则最为显著。但是，虽然实际工资水平得到了快

速增长，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程度却更为强劲，因而劳动力对企业增加值的贡

献以及单位劳动力的成本依然在不断下降。

蔡窻、王
!

文和曲癑通过分析中国国内迁徙流和资本流结构的地区性差

异，提出了分析劳动力市场的新维度。由于实际工资水平的快速提升，沿海

地区用以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前就出现了竞争力下降的

问题，而危机则提供了改变生产结构的机会。总的来说，增长率提升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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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实际工资飙升的速度更高，这就要求对产品结构进行持续性调整。中国并

非是唯一在生产过程中具有全要素比较优势的经济体，因此在进行国际贸易

分析时，不仅应当考察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也应当计算中国不同地区

之间比较优势的变化情况。

孔涛、孟昕和张丹丹集中分析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他们认为，危机在

２００９年间对就业造成了压力；而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开始实施的、旨在提

升劳动力报酬的新劳动法以及紧缩的货币政策，也对就业造成了压力。他们

注意到，金融危机于２００８年末发生以后，许多人从城市的工作岗位返回了

家乡。他们在文章中报告了关于 ２００９年春节后仍未恢复工作的人口数量的

官方数据；但他们自己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调查数据则显

示，实际上未能实现再就业的人口比例要比官方数据更高，大约占到金融危

机前在城市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１３％ ～１９％。

ＭｃＫａｙ和宋立刚将中国改革阶段的经济发展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之下进行

考察。他们将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资源使用量、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等

指标与后工业化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和韩国———在相似发展阶段的情

况进行了比较。就东亚模式而言，中国的发展相当成功；然而，那些后工业

化国家在发展早期，并不像今天这样明了高能耗产业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

对国家至关重要。ＭｃＫａｙ和宋立刚为那些研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环境管理

问题的论文提供了讨论空间，而本书收录的三篇此类文章，则特别着眼于全

球变暖问题。

张永生与其在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ｒｅ）

的同事们就中国和国际应对全球变暖的减排措施的讨论作出了具有杰出贡献

的分析。他们身处富有影响力的工作岗位，而他们的贡献也更具有特殊的重

要性。他们在所撰的文章中主张，只要对温室气体排放所设置的上限是公

平、适度并经过仔细界定的，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就应该做好接受该上限

的准备。他们注意到了 “碳泄漏”（ｃａｒｂｏｎｌｅａｋａｇｅ）问题，发现产生高排放

量的工业正在被转移到环保政策较弱的国家中去。他们认为，这种现象从客

观上要求制定一个针对所有国家的排放限制。与 “碳泄漏”问题的解决方

案类似，如果所有国家都能接受对碳排放量的限制，那些被普遍认为是镶嵌

在工业生产当中的、与碳排放有关的问题，就都能得到最好的解决。一旦将

排放权界定清楚，通过排放权交易就可以降低温室气体减排的成本；而一旦

所有国家的排放权都被界定清楚，在国家利益的强力驱动之下，每个国家都

会自觉采取减排措施。张永生和他的同事认为，排放权份额应当依据人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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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进行计算，但他们提出的计算方法却与 Ｇａｒｎａｕｔ（２００８）的主张非常不同：

他们认为人均排放份额应当同时覆盖历史排放量与未来排放量，但也承认

Ｇａｒｎａｕｔ在其评论中所提出的相关建议同样可以作为处理碳排放量历史遗留

问题的替代性解决方案，即后工业化国家在研究、发展和商业化那些旨在降

低排放量的科技上承担特别的财政责任，并投入资金以稀释或者消除由发

展中国家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气候变化。如果希望形成一项针对温室气体

减排的国际共识，并找到落实这项共识的全球性解决方案，我们就必须提

供一些可供讨论而且看上去能够发展为可行方案的实质性计划。虽然没有

一项单独的计划———无论是 Ｇａｒｎａｕｔ还是张永生与其同事提出的方案———能

够立刻得到各方的普遍支持，但通过提出可供讨论的实质性建议，我们可

以明白究竟什么才是能够促使各方进行讨论并为解决问题而共同努力的重

要事务。

Ｈｏｗｅｓ考察了中国在确保各行业正常发展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国内减排承

诺，认为这些承诺可以满足外国在减排活动早期阶段对中国的期望。通过国

内政策所产生的效果，中国可以在国际舞台上证明自己坚定的减排决心，并

获得在寻求全球共识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机会。Ｈｏｗｅｓ注意到，中国承担

国际承诺的意愿正在不断增强，并且愿意在某些情况下增强其国家影响力，

这一结论包含于张永生所撰写的文章中，也包含在他近期发表的两篇中文论

文中。

薛进军讨论了中国对环境问题关切程度的变化总趋势。他指出，随着经

济不断发展，人们也会认为环境越来越重要，而这提升了环境问题在中国政

策议程中的分量，在很大程度上早于并且强于世界对中国在当今收入水平下

的反应的预期。就全球变暖这个特殊案例而言，中国的有效参与是实现全球

减排努力的前提；而由中国参与制定的国际协定，则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充

分条件。

Ｗｈｉｔｅ探讨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意义，并认为中国在经济表现上

的相对优势，将因金融危机得到放大而非缩小。一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战

略权重与其经济规模密切相关。尽管在过去 ３０年中，中国的迅速发展并未

使其战略地位获得完全相应的提升，但这种滞后可能只是暂时现象，中国的

战略地位终将随后赶超上来。在不远的将来，当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

时，这种赶超便可能发生。亚太地区若要实现政治稳定，就要求中国和美国

在行使各自权力的同时，承认对方的利益和愿景，但这对双方———尤其是长

期在亚洲处于战略优势的美国———而言，都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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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ｒｎａｕｔ，Ｒ．ａｎｄＬｌｅｗｅｌｌｙｎＳｍｉｔｈ，Ｄ．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２００９，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Ｃｒａｓｈｏｆ２００８，
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Ｓｏｎｇ，Ｌ．ａｎｄＷｏｏ，ＷＴ（ｅｄｓ），２００８，ＣｈｉｎａｓＤｉｌｅｍｍ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ｒｅｓｓ，Ｃａｎｂｅｒｒａ，Ｔｈｅ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陶郁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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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




